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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考察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实施以来我国教育增值评价的实践进展，深入剖

析了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系统化的改进路径。研究发现，增值评价已在宏观区域、中观学校

及微观课堂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探索，其理念正从学业成绩增值向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拓

展。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育人初衷存在被功利主义异化的风险、复杂统计模型与教

育现实之间的适配难题、数据采集分散和结果应用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系统协同不足与“唯分数

论”的文化惯性。为此，本文提出应从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机制、构建“五育并举”数据体系、建立诊

断性反馈与支持闭环、推动评价文化根本转型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改进，以构建回归育人本源、技术科

学可行、实践落地有力的增值评价新生态，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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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progress of educational value-added assessment 
in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Plan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
form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o-
poses a systematic path for improv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value-added assessment has given 
rise to multi-level,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explorations at the macro-regional, meso-school, 
and micro-classroom levels, and that its philosophy is expanding from academic achievement gains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overall quality.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risk of the original educational intent being distorted by 
utilitarianism,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complex statistical models to educational realities, the “last-
mile” dilemma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systemic coordination and 
the cultural inertia of “score-centric” evalu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sys-
tematic improvements in four key area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coordination mecha-
nisms; constructing a data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 “five-fold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closed-loop 
system of diagnostic feedback and support; and promoting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valuation culture. These efforts aim to build a new ecosystem for value-added assessment that re-
turns to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echn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feasible, and is ef-
fectively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evalu-
ation refor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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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评价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发展方向，更决定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成败。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教育

评价模式侧重于结果性与终结性评价，而这种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核心的绩效主义导向，不仅容易忽视学

生、教师与学校的初始基础与背景条件，加剧教育焦虑与无序竞争[1] [2]，更有悖于教育公平与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为了扭转这种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破除“五唯”顽疾，国家层面开始大力倡导增值评价。

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1直接从顶层设计上明确提出“探

索增值评价”，将其作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维”改革布局中的关键一环

[3]。随后，2022 年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再度强调，要积极探索增值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在过程中

的真实进步[4]。 

这一系列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学者对传统评价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并结合本土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增

值评价实践探索，为新时代评价改革提供了丰富案例和多元视角。本文基于对方案实行后增值评价实施

现状的系统考察，聚焦评价推行的现存困境和改进路径，旨在厘清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当前增值评价实

 
1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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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现状如何？二是增值评价实施以及进一步推行过程中，还面临哪些现实困境？三是基于上述讨论，未

来应如何系统性构建增值评价发展的改进路径？以期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

考性建议。 

2. 增值评价实施现状 

自 2020 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增值评价”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以来，我国教

育界对增值评价的探索迈入了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全新阶段。截至 2025 年 12 月，各地实践以前所未有

的广度和深度展开，逐步形成了一幅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从宏观区域到微观课堂的实践图景。 
(一) 宏观区域层面的协同推进 
在区域教育实践中，增值评价已成为推动教育生态优化、促进公平与质量提升的重要工具。各地基

于自身的数据条件和改革目标，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实施路径[2]。这些实践的一个共同趋势，是超越了

传统的学校排名，转而关注教育生态的整体改善。例如，湖南长沙长期坚持“从入口看出口、从基础起

点看发展变化”的评价思路[5]，四川成都武侯区则构建了以“进步值”为核心的“双驱三核”模型，旨

在将教育工作者的视线引向学生和学校的动态进步，并引导全区树立关注成长的教育评价观[6]。更值得

关注的是，增值的理念正在向学生综合评价领域延伸，一些地区正积极探索如何衡量学生更广泛的成长。

山东济南的区域实践涉及对学生学业和身心健康水平的增值分析[7]，浙江温州推行“初中绿色增值评价”，

将品德发展、学习生活幸福感等纳入考查范围，试图对“五育”的进步进行量化考查[8]，这些探索表明，

增值评价正从单一的学业成绩增值，转向更加综合的全面发展评估。随着技术进步，一些地区还开始借

助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将复杂的增值数据转化为清晰的诊断报告，让评价结果更加直观，从而能够更

精准地赋能教学改进[9]。 
(二) 中观学校层面的校本化创新设计 
在学校与课堂的具体情境中，增值评价的实践重点则聚焦于具体的教育教学改进。四川成都棕北中

学西区实验学校的探索极具代表性。该校没有直接套用通用模型，而是自主研制了包含学业、品德、行

为、健康等多维度的校本指标体系，并融合多种评价模型。这套量身定制的体系，其价值不仅在于评估，

更在于它能预测学生的“合理发展区间”，精准定位个体在不同学科上的潜力，最终转化为优化教学与

资源的科学参照[10]。如何让“增值”这一概念变得可知可感？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实践

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们以“让学生看见自己的成长”为核心，创设了“四横四纵”全景式评价。这种多

维度、过程性的记录方式，旨在清晰描绘学生的成长轨迹，从而激发其内在动力[11]。这些案例共同表明，

校本化、富有创意的评价设计，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个性化的学生发展和精准化的教学诊断。 
(三) 微观课堂层面的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增值评价在学科教学，尤其是语文写作、科学、信息科技等强调过程与能力发展的领域，展现出巨

大的应用价值。在语文写作教学中，有研究者通过设置不同课型，将增值理念贯穿于“自能修改”“互评

互改”等环节，使评价成为驱动学生写作能力螺旋上升的内在动力[12]。还有学者将增值评价融入小学科

学的学习中，提出借力增值的评价策略，并以学生的需求和发展为主导，建构了“实景动评–结构智评–

项目创评”的增值评价体系，将学生隐形的科学素养的提升直观化和显性化。例如在《身体的运动》课

中复现真实情境，通过模型操作与表达对学生进行动态评价[13]。在信息科技等学科中，增值评价也被用

于追踪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过程，通过设置真实的评价任务，诊断和激励学生持续进步[14]。通过以上案

例可以发现，增值评价在微观课堂层面的应用使得教学评价从原本静态结果的评判转向动态过程的关注，

让学习过程中难以量化的素养提升变得可视、可感，进而使评价本身成为推动学生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真正体现“以评促学、以评促长”的教育理念。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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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值评价的现实困境 

1990 年代，Sanders 和 Horn 开发了田纳西增值评价系统(TVAAS)，基于田纳西州完善的年度标准化

测试数据，开创性地将混合模型方法论应用于教师效能评估[15] [16]。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增值评价仍面临持续的挑战与争议。2010 年，Rothstein 通过精巧的

“伪造检验”揭示标准增值模型存在学生非随机分配导致的偏误，动摇了增值评价无偏估计的核心假设

[17]。Darling-Hammond 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教师增值排名的年际波动显著，不适合作为高利害决策的依据

[18]。这些批评最终汇聚为两份重要声明：ASA 指出教师仅解释学生成绩变异的 1%~14%，警告不应将

增值评价作为高利害决策的单一工具[19]；AERA 则提出了采用增值模型前应满足的八项技术标准[20]。 
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推进增值评价同样面临若干独特的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贯穿于价值理念、

技术模型、数据采集、结果应用乃至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之中。 
(一) 育人初衷与实践异化矛盾 
增值评价的初衷在于回归育人本质，但在实践过程中常被模糊理解甚至错误解读，存在理念认知不

足和实践异化的风险。 
其一，认知不足，导致理念与实践脱节。尽管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倡导探索增值评价，但多为宏观

的原则性表述，缺乏清晰的操作定义与系统的实施指南[1]。这使得增值评价仍主要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

尚未转化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所能理解和运用的实践模式。政策理念层面的倡导与教育现场的实际操作之

间存在显著脱节，许多教师和管理者对增值评价的概念内涵、实施目的及具体方法缺乏清晰认知，甚至

存在理解偏差。正因如此，增值评价面临边缘化、表面化的风险，难以真正深入教育教学的日常实践当

中。 
其二，功利主义取向仍然盛行，导致评价目标窄化与异化。在强大的应试文化惯性中，增值评价以

“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往往在实践中被异化，再度走向以“甄别筛选”为目的的传统路径。实践中，许

多探索不自觉地将“增值”简单等同于“分数增长”，评价内容高度集中于可量化的学业成绩，而学生的

品德、身心健康、实践创新能力等核心素养则因“难以测量”而被边缘化[2] [21]。更严重的是，一旦将

增值评价结果与绩效、排名、资源等利害挂钩，其本应具备的诊断、改进功能便被严重削弱。学校和教

师的行为逻辑可能从“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异化为“如何获取更高的增值分数”，使增值评价沦为

又一种竞争与排名的工具[2]。这种异化使增值评价背离了育人初心，有重蹈“唯分数”覆辙的风险。 
(二) 理想模型与复杂现实的背离困境 
在国际学术界，围绕增值评价模型(Value-Added Models, VAMs)的争议源源不断。支持者认为增值评

价能够有效剥离学生背景因素，更公平地反映教师与学校的教育贡献。2014 年，Chetty 等学者的大规模

追踪研究即表明，优质教师的增值效果对学生长期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2]。然而，批评者也对此提出

了一定的质疑。ASA 指出增值分数受诸多不可控因素影响、标准误偏大；AERA 则警告将增值结果用于

高风险教师评价决策存在方法论风险。 
不可否认，技术模型是增值评价的科学支柱，但从国际视野和国内实践来看，它仍然存在一定的自

身局限，难以完全适配教育的复杂性，这就构成了我国增值评价实施中的又一核心困境。 
首先，模型选择与应用黑箱难题。当前增值评价模型种类繁多，如增益分数模型、协变量校正模型、

多层线性模型等，各有其统计学假设与适用条件[23] [24]。然而，这些模型往往专业性强、计算复杂，对

于绝大多数一线教育工作者而言犹如“黑箱”。他们既难以理解模型背后的原理与假设，也无力在众多

模型中进行科学选择和参数调试[25]。这种技术壁垒导致模型的应用严重依赖少数专家，评价过程同教育

主体相脱离，最终严重削弱了结果的公信力与可接受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7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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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净效应”剥离的理想与现实困境。增值评价的核心追求是剥离学生自身、家庭背景等前期

因素的影响，测量学校或教师的“净效应”。但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理想。现实中，影响学生成

长的变量是非常多的，统计模型只能控制部分可观测、可量化的变量，但对于内化于学生身心的隐性文

化资本、非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因素等，则难以捕捉和量化[26]。这意味着，增值评价无法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净效应”，并且在现实层面上其稳定性和一致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最后需要正视的，是数据与测量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增值评价依赖于连续、完整的数据轨迹，然而

实践中，学生流动、缺考或记录疏漏导致的数据缺失在所难免。此外，无论是标准化测试还是其他测量

工具，其结果都难以完全精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25]。这些测量误差在复杂的

统计模型中会被传递和放大，进一步影响评价结果的精确性与可靠性。 
(三) 数据采集和结果应用挑战 
要让增值评价体系真正运转起来，关键在于获得高质量的系统数据并加以有效利用。然而，在实际

情况中，从数据采集到结果应用的过程仍然存在一定的阻碍。 
一方面，数据采集面临分散、混乱、缺失等问题。学生的相关信息往往分散在不同管理部门、不同

学段乃至不同信息系统中，标准不一、平台各异、共享困难，难以形成连续完整的个人发展画像[2]。另

外，学业成绩数据相对集中，但更能反映学生全面发展的品德、身心、艺术、劳动等维度数据，则因涉及

面广、量化难度高、主观成分多，其收集的信度和效度始终存有争议[10]。例如，综合素质评价多依赖主

观填报，难以量化，其真实性也常受质疑[27]。这直接影响了评价本身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另一方面，数据分析和结果应用也存在一定的瓶颈。运用高级统计模型处理数据后得到的增值评价

报告往往充斥着统计术语和复杂结果，对于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而言可读性差、理解门槛高[21]。即使理解

了关于某学科增值效果低于预期的结果，也常常困惑于“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如何改进”的问题。也就

是说，针对结果的专业解读与改进建议仍然比较缺乏，即使有也是停留在描述和判断层面，未能提供清

晰的行动路线图。同时，针对学生个体的增值分析极为欠缺，评价如何从对学校、教师等群体的效能评

估，精准转化为对每一个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支持，仍是悬而未决的难题[26]。 
(四) 协同不足与文化惯性的系统生态困境 
增值评价的成功实施非单一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需要文化土壤的系统工程。从组织

协同看，增值评价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教科研机构、学校、教师乃至家长形成合力。但目前，行政推动、

教研支撑、学校落实之间常常脱节。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容易形成信息不对称，先进的评价理念难以转

化为一线教师用得上的工具和方法[1]。从区域均衡看，增值评价对数据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经费投入

要求较高，这就导致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可能先行先试，而广大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则面临较大的技术

门槛和实施阻碍，加剧了教育不公的现象[26]。从文化重塑看，长期形成的“以分数论英雄”的优绩文化

和“以结果评绩效”的管理模式，是增值评价面临的最顽固的深层阻力。若不从根本上推动学校评价文

化和治理模式的转型，任何技术层面的改进都可能被旧有文化所扭曲。 

4. 增值评价改进路径 

针对增值评价在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未来的突破不应止步于单点修补，而需推行系统化的

改进路径，着力构建一种真正回归育人本源、技术支撑扎实、实践落地有力的增值评价新生态。 
(一) 强化顶层设计与多方协同，系统推进评价改革 
当前增值评价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如协同不畅、政策指引不够明确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过

程中的偏差与理念认知的混淆。为此，我们亟需推动治理体系的优化，构建权责分明、运行顺畅、多方

参与的协同机制，实现从“政策倡导”到“系统赋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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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强化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引与标准制定。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应牵头制定有关增值评价详细具体

的实施方案和实践指南，对其核心概念、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模型选用规范以及结果解释与伦理红线

进行清晰界定。这不仅能为各个地区的实践提供明确的行动导航，更能有效遏制将增值评价窄化为“分

数增长排名”的异化倾向。同时，需构建统一的国家级教育数据平台，整合学籍管理、体质监测与综合

素质评价等关键系统，以此为基础保障，赋能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价改革。 
其二，构建行政、教研、学校、社会“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增值评价实践的专业性要求我们必须

打破部门壁垒。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宏观规划与资源统筹；教科研机构应转型为区域增值评价改革的智慧

库，为学校提供模型选择、数据分析和解读等专业支持，切实贯通理论与实践；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应

获得充分的自主权，积极开展符合校情和学情的校本化评价创新；同时，应积极引导家长与社会舆论，

通过官方解读、家长课堂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增值性评价的理念与价值，建立对增值评价的科学认

知，营造科学评价的社会氛围。 
(二) 构建“五育并举”数据体系，分阶段、分主体推进评价改革 
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为增值评价的有力实施进一步赋能，为其提供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技

术支持[28]。因此未来应战略性地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来破解当前存在的模型“黑箱”与数据采集难题，

从而在增值评价实施过程中实现数据可得、模型可释、工具可用的理想状态。 
因此，构建“五育并举”的立体化数据采集体系至关重要。未来的数据收集必须超越对学业成绩的

单一依赖，而应整合学业水平测试、体质健康监测、心理测评量表、课堂行为观察、项目式学习作品、社

会实践记录等多来源数据。特别是在品德发展、美育素养等难以量化的领域，应大力探索“量化与质性

结合”的策略[29]。例如，开发基于真实任务的表现性评价工具，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课堂发言、

作品进行深度分析，实现对高阶思维和核心素养发展的过程性追踪与记录。然而，这一数据体系的构建

并非一蹴而就，必须正视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障碍，采取分阶段、分主体的渐进式推进策略。具体推进策

略如下： 
第一阶段：校本数据整合试点。以部分试点学校为单位，聚焦学业成绩与行为表现数据(如课堂参与

度、作业完成情况)的采集与整合，建立校级简易数据平台。此阶段主要面临资金不足例如硬件采购、软

件定制成本较高和教师技术素养欠缺的挑战。应对策略包括：申请地方教育专项经费或引入低成本的开

源数据工具；开展面向教师的“数据素养”校本培训，降低技术门槛。 
第二阶段：区域数据互通。在试点基础上，由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协议，

实现学校间数据的互联共享，并逐步纳入体质健康、心理测评等更多维度数据。此阶段技术挑战在于学

生数据隐私保护以及不同学校间数据共享意愿。应对策略有：采用隐私计算与分级授权技术；制定区域

数据伦理规范。 
第三阶段：智能化分析与应用。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可解释性增值评价，为教师提供直观的诊断画像。

此阶段挑战集中于模型的可解释性与教师接受度。应对策略为：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模型验证与工

具开发，建立教师与数据科学家的协同工作坊，通过案例示范让教师亲身体验“诊断画像”对教学改进

的实际价值。 
通过上述分阶段分主体的实施策略的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增值评价改革风险与实施阻力，使增值评

价从“自上而下的要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需求”。 
(三) 强化结果应用，破解增值评价“最后一公里”难题 
当前增值评价的结果应用仍然面临巨大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严重削弱了增值评价的诊断与改

进价值。因此，必须建立数据驱动到教学改进的完整闭环，形成从评估、反馈到支持的系统路径，让评

价真正推动教学实践的精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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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构建一个服务于多主体的诊断性反馈体系。增值评价报告不能仅仅呈现一个结果，而应

该诊断出真实存在的问题，并说明未来应如何针对性改进。整个反馈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展开，首先要

为学生个体提供清晰的成长反馈，让其看见自己的进步与可能，激活内在动力。而在面向教师时，应提

供班级、学科及知识点的具体增值分析，使教师能将评价结果真正用于教学方案的改进。同时，还需为

教育管理者呈现区域和学校层面的深度诊断，聚焦优势与短板，为区域评价改革提供指导性意见。 
另一方面，需将评价结果深度融入校本教研与教师发展。学校层面可以开展一些教学反思会，组织

教师共同解读增值报告，围绕报告中的重点问题进行集体备课，还可以针对性地开展课例研究。同时，

教育研究部门需依据评价结果准确识别教师群体的能力短板，提供定制化的专题培训，并持续跟进指导，

真正提升教师的教学改进能力。 
(四) 以文化转型为根本，推动评价从证明走向发展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是推动整个教育生态的文化转型。根深蒂固的“唯分数”绩效主义文化是

增值评价实践异化的深层原因。若文化环境不变，任何技术与制度的改革都难以逃脱“新瓶装旧酒”的

困境。 
第一，解绑评价结果与利害奖惩，让其回归专业发展的本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明确增值评价的

核心功能是“诊断改进”而非“筛选排名”，应尽量避免将其直接与教师绩效、学校排名、资源分配挂

钩，以消解学校和教师的抵触与焦虑，从而能够更加无所顾虑地投身于评价改革实践中去。等到评价体

系成熟、文化认同建立后，可审慎地将其作为综合评价的参考性依据之一。 
第二，建设滋养评价改革的学校文化。学校是变革评价生态的关键场所，这要求管理者和教师有意

识地在会议、校园宣传与家校沟通中，持续倡导一种重视过程、鼓励尝试、尊重差异的评价文化。另外，

还可以设立“学生进步奖”、举办“成长故事会”等活动，让抽象理念变得可触摸、可参与，让师生在日

常中感受到进步被看见、过程被珍视，从而使增值理念成为师生认同并践行的日常准则。 
第三，树立“为进步喝彩”的积极舆论导向。评价改革的深化，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教育行政部

门和社会媒体应协同发力，积极发掘并宣传那些在增值评价实践中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典型，尤其要关注

基础薄弱但进步突出的案例。这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不比基础比进步，不看分数看成长”的健

康发展观，进一步推动教育评价从“证明”(PROVE)转向“发展”(IMPROV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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